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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上，对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投入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实证分析。基于广东和江苏两省的高等院校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模型，结果表明：政府资源对广东高校科技成果产出影响显著，但广东高校的政府资源效率较江苏弱；企事业单位和学校资源更有利于创新的最终产出技术转让水平的提升。本文对广东的政策启示是：在有效落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自主权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高校与企业构建协同创新机制，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资源效率不足问题，还有助于提高高校的技术转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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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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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is paper builds a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a logistic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We found that: Government resourc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Guangdong universities, but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in Guangdong universities is weaker than that of Jiangsu; enterprise and school resources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innov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level.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universit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autonomy and guiding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to Construc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through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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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高等院校一直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政策建议。然而，高等院校科研资源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矛盾问题一直突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1]指出：“近年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仅有2%，这与我国高校科技贡献是密切相关。与我国高校在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方面呈现稳定快速增长态势相比，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存在成果信息披露机制、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差异，把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发达国家对比会有失偏颇[2]。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高校的确存在技术转化效率低下的问题[3][4]。
学界认为，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受到资源投入、转化机制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影响。宏观层面上，我国政府一直致力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其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高等学校开放研究实验室管理办法》、《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政策从法律制度上明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人事管理制度等关键问题，对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服务体系等起着有积极作用。中观层面上，国内学者也积极探索了校内风险投资机制[5]、投资风险评估[6]、技术市场[7]、科技评价机制[8]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完善[9]等因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一般而言，随着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法律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产权和科研人员利益分配得以清晰界定，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应该有所提高。但前期研究表明，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不同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亦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除了不同省份落实国家政策程度有差异，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学校的科技成果质量也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过程[10]，包括“资源投入——成果产出——成果转让”三个环节。资源投入的方式、机制是科技成果产出的基础，没有良好的资源投入机制，就没有好的成果，科技成果转化就成了无源之水。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研究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视角。有鉴于此，本文以广东和江苏两省高等院校数据为样本，基于协同创新视角，探索资源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转化机理，重点探讨两个问题：第一，科技成果和技术转化都是高校科技成果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学术论文和技术转让收入作为科技成果的表现内容，并探讨不同维度的资源在不同科技成果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第二，通过纵向序列数据和横向不同省域数据的对比，总结广东高等院校科技成果产出及技术转化的特征。本文研究成果或许能为广东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提供依据。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近年来，有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测量我国高校的科研效率[11][12]。这类研究一般使用DEA评价模型等方法分析我国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区域高校科研投入对科研成果产出的影响。二是，研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13][14]。有些观点已经达成一些理论共识，如区域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差异大[15][16]。当然也存在一些争论观点，如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资金、人力等因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有正向作用[14][17]，但另外一些学者得出资源投入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相关的结果，如陈梅英等[18]以农业高校为研究对象，实证发现科技资源投入对技术转让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李宪印等[19]实证发现，高校科研人力投入对区域创新并无显著影响。针对理论争议，有学者开始试图用协同创新视角来打开从资源到科技成果产出的“黑箱”，即探索政府、企业等创新主体所提供的资源对高校科研产出的作用差异。如许爱萍等[17]发现高校科研活动的经费不同来源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侯仁勇等[20]对我国31个省市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较大，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影响较大。
现有研究结果从不同视角为深化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提供依据。当高校改革进入深水阶段，高校内外科研环境发生变化时，现有结论未能有效解释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出现的新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现有实证过程存在操作偏差，如并未删除技术转让收入为“0”的样本，直接用一般回归模型拟合一部分当年没有技术转高校样本，使得结果产生偏差，或发现了不同区域高校科技转化效率差异大，但较少研究控制省域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前期实证研究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实证分析结果无法得到深入解释。资源基础观认为，组织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力来自组织拥有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21]。激烈竞争迫使组织需要不断根据外部环境来重构其资源基础，组织通过内外部资源整合，才能提升其动态能力，从而促进自身的成长。已有研究探讨了高等院校科研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经费资源和课题资源等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特别关注资源的特性，即在一定时空环境中，人力资源和经费资源、课题资源是不可分割的，还有这些资源到底从何而来。区别于已有研究对资源种类的关注，协同理论给研究资源投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资源投入主体。
协同创新理论认为，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协同可以使组织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价值的总和[22]。Haken[23]进一步把协同定义为“各类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结果整个系统形成一些微观个体层次不存在的新结构和特征”的学问。对于高校而言，高校协同创新可以定义为在高校内部和高校外部创新主体之间，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重大科研项目，攻坚行业关键技术困难，投入各自优势资源，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领域获得突破的创新活动[24]。根据协同创新主体不同，有关的资源可以划分为外部的政府资源和企事业单位资源和学校内部的资源。由于资源主体和高校之间并不简单是资源数量的交换，还蕴含着资源质量、协同机制的差异，同时由于协同主体的目标导向差异，各主体在科学研究的协同过程中贡献程度不同，所以不同创新主体的作用途径和产出结果都会有所差异。
政府资源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高校是非营利性机构，一般不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其在市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一般市场主体弱，而且高校科技具有“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等特征，所以，政府以社会效益为目标驱动，依托产学研平台，在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等难题上对高校科研活动进行引导和资助，其资金拨款及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都成为高校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假设： 
假设1：在高等院校中，政府资源投入与科技成果产出、技术转化之间显著正相关。
企事业资源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中国而言，企业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主体，企业研发占全国科研总投入的77%[17]。企业参与高校科研活动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好处：从资源配置角度而言，企业借助资金和市场的优势在创新过程中为学校提供市场指导和资金，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主体的另一方，负责提供技术、人才和信息的支持，两者双向协同，使高校科研创新有了创新源泉，也使企业接受技术转化时有了配套标准和实施细则；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而言，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协同分工有助于减少科技成果转化的交易费用。高校对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前沿动态的理解要强于企业，但一般不直接从事商业活动，由于知识创新高投入和高风险，从事知识开发会面临知识“外部性”的风险，于是由学校启动科研项目，由企业担当中试的阶段或者走向工程化、产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能有效解决学校“有好货无人知、无人要、无人转”的困局。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假设：
假设2：在高等院校中，企事业单位资源投入与科技成果产出、技术转化之间显著正相关。
学校资源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学校资源，是指当年学校科技经费各种收入中转为当年科技活动经费等资源，即从学校基金或技术转让、咨询、服务、新产品出售等各种收入中划出直接用于当年研究与发展或研究与发展成果应用和科技服务的经费。研究表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有助于降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对促进其科技成果转化是有积极作用的 [6][15]。于是，高校资源的投入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高校可以凭借对本校人才的熟悉程度来降低投资风险；二是，学校资源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种子期”资源，为其提供外界难以提供的孵化平台。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在高等院校中，学校资源投入与科技成果产出、技术转化之间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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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协同创新视角的资源投入对科技成果转化作用机理模型

本文以广东高等院校作为研究对象，但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并不仅适用于广东高校。为扩展理论模型的适用范围，本文以江苏省高等院校作为广东省的对比样本。选择江苏省原因基于以下两点：第一，两省同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良好的科研基础和强大的市场需求为高校研发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此两地高校在资源投入方面具有一定可比性。第二，江苏省是教育大省，同时也是教育强省。最新研究表明，江苏省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25][26]、高校科技创新实力[27]都位列全国前三位。可见，江苏高等教育实力较强，其作为一个教育强省，有很多做法值得广东借鉴学习，因此，以江苏省作为对比样本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为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可复制性，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制的2014—2016年度《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取样过程遵循以下步骤：（1）2013—2015年连续三年在《汇编》中具有完整统计数据的广东高校39家（如表1）；（2）为进行横向比较，选取江苏省2015年数据作为同年广东高校科技数据的对照样本，2015年《汇编》合共统计139家江苏高等院校。根据研究主题，剔除学术论文数量为“0”的高校7家，剔除科研经费为“0”的高校5家，最后获得江苏高等院校样本127家。

表1  样本特征统计
	
	
	总量
	教育部直属
	地方本科
	地方高等专科

	样本一：广东省
	样本数
	39
	4
	25
	10

	
	比例（%）
	100
	10.26
	64.10
	25.64

	样本二：江苏省
	样本数
	127
	11
	54
	62

	
	比例（%）
	100
	8.66
	42.52
	48.82



2.2  变量测量
[bookmark: _GoBack]自变量。“资源投入”变量以王瑞文等[15]、陈梅英等[18]的量表为初选评价指标。首先，运用Z-Score法消除不同指标间数量级和量纲级的差异。然后，通过SPSS 20.0软件，运用KMO检验、巴利特球体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法遴选指标，修订后的资源投入量表共有7个指标。对39家广东高等院校2015年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抽取3个公因子，KMO值为0.821，总体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卡方值为331.621（df=15，p=0.00）。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公因子能解释97.86%的误差，说明所提取的公因子保留了较充分的原始信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量表信度系数为0.942，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表明修订后的量表能有效测量高校资源投入情况。根据因子包含的指标把因子分别命名为“政府资源”、“企事业单位资源”和“学校资源”，三个因子的可解释误差分别是51.222%、27.338%和19.400%。最后，分别对各子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检验结果良好，表明资源投入量表适用于本研究的所有样本。
因变量。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包括科技成果和技术转让两部分。科技成果方面，因为学术论文公开发表是高校基础研究以及人文社科类研究等成果的重要载体，论文发表数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校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所以使用“学术论文发表合计数”测量科技成果情况。技术转让则通过“当年实际收入（万元）”指标进行衡量，但由于大量样本在当年未产生技术转让收入，未能直接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模拟，所以把技术转让转变为二分类变量，1=技术转让收入不为0，0=当年未有产生技术转让收入。
控制变量。本研究主要控制高等院校的类别。对高校类别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分别为：0=教育部直属，1=地方本科，2=地方高等专科。
2.3  模型构建
模型一：为检验资源投入和科技成果的关系，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1）
上式中，为因变量，为自变量，为模型的常数项，对应自变量的系数，为相互独立的随机误差项，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
模型二：由于本文的技术转让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适合做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回归模型的表达式为如下公式：
                                          （2）
                                                  （3）
上式中，为模型的回归常数项，代表当自变量取值全部为0时，事件发生的概率和不发生概率比值P/(1-P)的自然对数值。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时，Logit P平均变化量。
3  实证分析
3.1  基于时间序列的纵向比较分析
三年来广东高校科研资源投入与成果转化描述性统计如表2、3所示。从数据可知，广东高校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数量呈现递增趋势，科技成果产出大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但技术转让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2  资源投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39）
	
	
	2013
	2014
	2015

	科研经费总额（亿元）
	
	64.533
	60.958
	85.972

	其中：
	政府经费（亿元）
	总额
	47.359
	42.193
	65.994

	
	
	比例（%）
	73.39
	69.22
	76.76

	
	企事业经费（亿元）
	总额
	12.413
	13.166
	14.519

	
	
	比例（%）
	19.24
	21.60
	16.89

	
	学校经费（亿元）
	总额
	4.761
	5.599
	5.459

	
	
	比例（%）
	7.38
	9.18
	6.35

	当年投入科研人数（人）
	
	15 674
	16 868
	17 505



表3  科技成果转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39）
	
	2013
	2014
	2015

	学术论文合计（篇）
	44 978
	42 139
	49 218

	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万元）
	10 911.6
	12 818
	10 770.8



在科技成果产出方面，首先，把资源投入作为一个总体变量投入回归方程中，2013—2015年线性回归结果如M1、M3和M5所示。从回归结果看，资源投入对科技成果产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横向对比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回归系数（0.976>0.880>0.723）和调整后R2（0.941>0.921>0.767）均明显减少，这说明资源投入依然是广东高校科技产出的关键因素，但这一因素的作用效果有下降趋势。
然后，把资源投入三个维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模型如M2、M4和M6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只有政府资源对高校科技成果产出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事业单位和学校资源对科技成果作用不显著，同时，政府资源的正向作用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4  层级回归结果：基于时间序列数据（N=39）
	
	
	Y1科技成果

	
	
	2013
	2014
	2015

	
	
	M1
	M2
	M3
	M4
	M5
	M6

	控制变量
	类别
	
	
	
	-0.124*
	-0.221*
	-0.239*

	自变量
	TR资源投入
	0.971***
	
	0.961***
	
	0.732***
	

	
	GR政府资源
	
	0.976***
	
	0.880***
	
	0.723***

	
	CR企事业资源
	
	
	
	
	
	

	
	SR学校资源
	
	
	
	
	
	

	Adjust R2
	
	0.941
	0.951
	0.921
	0.913
	0.767
	0.771

	F
	
	609.04***
	738.453***
	443.667***
	200.276***
	63.625***
	65.014***

	最小容忍度
	
	1
	1
	1
	0.653
	0.633
	0.655

	最大VIF
	
	1
	1
	1
	1.530
	1.579
	1.527


注：p***<0.001，p**<0.01，p*<0.05。

在技术转让方面，首先，把资源投入作为一个总体变量投入Logistic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横向对比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回归系数（0.795<0.852<1.003）和优势比EXP（2.214<2.343<2.726）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资源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广东高等院校技术转让提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为消除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本研究分别构建了资源三个维度的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模型，以便检测各子样本中资源投入各个维度和技术转化的关系，回归结果汇总如表5。横向对比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三类资源对技术转让的正向显著作用在逐年增长，但作用大小有区别，总体而言，政府资源虽然对提高技术转让收入有较为显著作用，但并不是贡献最大的因素。以2015年为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政府资源（GR）的优势比为EXP（0.675）=1.963，即政府资源投入量高所提高技术转让收入的优势是政府资源投入量低的1.963倍。同理，企事业单位资源对提高高校技术转让的优势是低企事业单位投入的5.194倍，高的学校资源对提高高校技术转让的优势是低学校投入的5.194倍，可见，企事业单位资源和学校资源对高校技术转让的影响更为显著。

表5  单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基于时间序列数据（N=39）
	
	
	Y2技术转让

	
	
	2013
	2014
	2015

	
	
	β值
	EXP（β）
	β值
	EXP（β）
	β值
	EXP（β）

	自变量
	TR资源投入
	0.795*
	2.214
	0.852*
	2.343
	1.003*
	2.726

	
	GR政府资源
	0.584*
	1.793
	0.586*
	1.797
	0.675*
	1.963

	
	CR企事业资源
	1.004*
	2.730
	1.390**
	4.016
	1.648*
	5.194

	
	SR学校资源
	0.871*
	2.390
	1.199**
	3.318
	1.778*
	5.918


注：p***<0.001，p**<0.01，p*<0.05。

3.2  基于截面数据的横向比较分析
2015年，两省高校科研资源投入与成果转化描述性统计如表6、表7所示。从数据可知，两省资源投入结构差异不大，但广东地方专科院校所获得的资源总量和科技成果产出都相对江苏同类院校弱。

表6  资源投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1=127；N2=39）
	
	
	江苏
	广东

	
	
	教育部
直属
	地方本科
	地方
高等专科
	教育部
直属
	地方本科
	地方
高等专科

	科研经费总额
	总额
	90.727
	42.193 35
	4.721
	42.473
	42.145 6
	1.354

	（亿元）
	比例（%）
	65.92
	30.65
	3.43
	49.40
	49.02
	1.57

	其中：
	政府经费
	总额
	49.419
	24.004
	2.099
	34.455
	30.994
	0.546

	
	（亿元）
	比例（%）
	65.44
	31.78
	2.78
	52.21
	46.96
	0.83

	
	企事业经费
	总额
	37.333
	12.619
	1.700
	6.776
	7.404
	0.340

	
	（亿元）
	比例（%）
	72.28
	24.43
	3.29
	46.67
	50.99
	2.34

	
	学校经费
	总额
	3.975
	5.570
	0.922
	1.243
	3.748
	0.468

	
	（亿元）
	比例（%）
	37.97
	53.21
	8.81
	22.77
	68.66
	8.58

	当年投入科研人数
	总额
	10 310
	9 864
	1 904
	7 207
	9 573
	725

	[bookmark: _Hlk494571714]（人）
	比例（%）
	46.70
	44.68
	8.62
	41.17
	54.69
	4.14



表7  科技成果转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1=127；N2=39）
	
	
	江苏
	广东

	
	
	教育部
直属
	地方本科
	地方
高等专科
	教育部
直属
	地方本科
	地方
高等专科

	学术论文合计
	总额
	47 203
	30 771
	8 111
	20 947
	22 352
	1 679

	（篇）
	比例（%）
	54.83
	35.74
	9.42
	46.57
	49.70
	3.73

	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
	总额
	9 941.5
	10 440.1
	282.3
	4 114.9
	6 794.7
	2.0

	（万元）
	比例（%）
	48.11
	50.52
	1.37
	37.71
	62.27
	0.02



江苏高校的资源投入和科技成果产出的线性回归模型如M7、M8所示。从M5 和M7对比可知，江苏高校资源投入回归系数比广东高校资源投入系数高（0.906>0.732），模型调整后R2也相对较高（0.820>0.767），可见，江苏高等院校的资源投入效率比广东高。从M6和M8对比可知，无论是江苏省还是广东省，只有政府资源对高校科技成果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对比回归系数（0.929>0.723）发现，政府资源对江苏高校的正向作用比广东高校显著。

表8  层级回归结果：基于截面数据（N1=127；N2=39）
	
	
	Y1科技成果

	
	
	江苏
	广东

	
	
	M7
	M8
	M5
	M6

	控制变量
	类别
	
	
	-0.221*
	-0.239*

	自变量
	TR资源投入
	0.906***
	
	0.732***
	

	
	GR政府资源
	
	0.929***
	
	0.723***

	
	CR企事业资源
	
	
	
	

	
	SR学校资源
	
	
	
	

	Adjust R2
	
	0.820
	0.862
	0.767
	0.771

	F
	
	575.737***
	788.573***
	63.625***
	65.014***

	最小容忍度
	
	1
	1
	0.633
	0.655

	最大VIF
	
	1
	1
	1.579
	1.527


注：p***<0.001，p**<0.01，p*<0.05。

江苏省样本的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对比两省样本的回归情况，发现同一资源在不同省域高校的技术转让过程中存在作用差异。政府资源方面，广东高校的政府资源回归系数低于江苏样本（0.675<0.915），广东高校的政府资源（GR）的优势比EXP（0.675）=1.963也低于江苏政府资源优势比EXP（0.915）=2.496，由此可见，与江苏高等院校相比，政府资源对广东高校技术转让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企事业单位资源和学校资源方面，两种资源对提高广东高校技术转让的优势均比较显著（5.194>2.226；5.918>3.375），即每增加一单位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投入对广东高校提高技术转让可能性比江苏省样本高。

表9  单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基于截面数据（N1=127；N2=39）
	
	
	Y2技术转让

	
	
	江苏
	广东

	
	
	β值
	EXP（β）
	β值
	EXP（β）

	自变量
	TR资源投入
	0.971***
	2.641
	1.003*
	2.726

	
	GR政府资源
	0.915***
	2.496
	0.675*
	1.963

	
	CR企事业资源
	0.800***
	2.226
	1.648*
	5.194

	
	SR学校资源
	1.216***
	3.375
	1.778*
	5.918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从协同创新和资源投入视角，以广东和江苏两省高校数据为样本，探讨广东高校通过资源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促进自身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提高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本文实证结果支持从协同创新视角对高等学校资源投入内涵进行界定。在本文的研究中，高等院校资源投入是一个包含“政府资源”、“企事业单位资源”和“学校资源”三个维度的变量，三个维度能被较好区分，而且在整个资源投入结构中，政府资源比企事业单位资源和学校资源拥有更强的解释力度，研究结果能较好反映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格局。
其次，三种资源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作用存在差异。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资源对科技成果产出和技术转让均有正向的预测效果，企事业单位资源和学校资源仅对技术转让产生正向预测效果。本文结论与Bolli等[20]、侯仁勇等[28]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公共部门更关注高校产出论文和著作，而企业更关注大学在技术转移中的作用。
最后，对于广东高等院校而言，地方高等专科院校成为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薄弱环节；政府资源投入增加对提高广东高校科技成果产出有显著作用，但这一作用正逐年减弱，而且政府资源效率和江苏省有较大距离；企事业单位资源和学校资源对提高广东高校技术转让有较大潜力，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高校技术转让水平。
4.2  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完全依靠政府资源投入并不是提高广东高等院科技成果转让效率的最佳选择，政府资源对于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对此，广东省有关政府部门需要树立协同创新理念，积极转换身份角色，在坚持落实国家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彻底放权”、“完全让利”政策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教育资源优化均衡配置提高广东地方专科院校科研实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有效政策引导企业与高校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或产学研合作机制等措施来提高高校科研资源使用效率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第一，从广东高等教育结构视角，广东高等院校在科技成果方面有着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转化过程中得到企事业单位的巨大支持。所以，如果通过合适的政策措施，促进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更多的配置于职业教育，建立和优化职业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提高地方专科院校科技成果和技术转化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在广东高等教育中的科技贡献力度，广东就可以从结构优势方面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科研水平。
第二，从科技成果产出视角，政府投入逐年增加，而广东高校成果产出正逐年减少，证明广东高等院校对政府资源的使用效率正逐步降低，这与政府项目的选题偏离产业发展需求不无关系[29]。由此，省内各厅局在设定各项科技项目时应该充分考虑区域产业行业需求。
第三，从技术转让视角，政府部门应该着力促进企事业单位与学校的协同创新合作，这一模式既可以节约教育资源，又可以提高科技转化效率，有利于提高高校科研水平，从而达到“三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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